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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所勾勒之論述輪廓，首先《群書治要‧孟子》根源於君主同眾人本具的「不忍之

心」以成「四端」，並在確立君主務秉此心以行「仁政」後，則可將治國出發點著眼於「仁

義」而非「利」。其次，為使臣子得以推行己之仁政，因此一方面需擇賢任才，所謂「天

下得人謂之『仁』」；另方面則要君臣以誠相知，使人主得以信任臣子而虛心納諫。最後，

君主若能透過佚道使民而不奪農時，並「以民之樂為樂」作為仁政施行依歸，則能契合孟

子所描述周文王圃囿雖大，而民亦不以為大之背後涵義，讓君主在觸發仁心同民所樂的共

感中，使君民在政治互動上合為一體，並在孟子所揭示君主展現仁政仁心以保其四海之內

的施政脈絡下，使執政者在心懷「仁」之觸動下能善始善終。 

 

 
關鍵詞：《群書治要》、《孟子治要》、《貞觀政要》、唐太宗、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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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綜觀魏徵等人《群書治要》1中對《孟子》的選編內容，其篇章自〈梁惠王〉、〈公孫

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七章裡取材六章，僅〈萬章〉未有文

句被選入，其涵蓋範圍高達百分之八十六的比率；然就其所摘錄的字數而言，卻從《孟子》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裡，2僅摘錄一千兩百七十九字，3約僅佔全書的二十七分之一。 

有關《群書治要》編撰的背景緣由，從魏徵所述「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敘大略，

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4這段話來看，顯見本書編錄之用

意所在，實為因應唐太宗（領導者）所關切之「政術」，是以魏徵等人才會上自六經、下

迄晉年，從群書中「網羅治體」編就此書，以資太宗能夠「覽前王得失」，而在施政上有

所借鏡取法，以「宏獎名教，崇太平之基」5。故此，吾人若能在《群書治要‧孟子》對原

著所擇字數並不甚夥的篇幅當中，從「政術」的編選角度加以審視，思索尋繹箇中選編文

句的脈絡，便能就選編者於摘錄字句所透顯之訊息裡，探究出其意欲連結君主、臣子及人

民三者之間的整體架構。 

本文冀藉由書中所摘錄的段落，並結合《貞觀政要》的文獻史實，將其作脈絡理路的

論述，並嘗試從政治運作視域建構其整體架構，勾勒出唐太宗的治國之道與《群書治要‧

孟子》所接契的為政理念，以抉發唐太宗得以開創貞觀盛世之政治思維。 

二、確立君主觸發「仁心」以行「仁政」為施政方針 

從《群書治要‧孟子》的選編內容之中，吾人可發現其取材之意旨，是根源於君主同

眾人本具的「不忍之心」以成「四端」，然後再推究確立了君主以行「仁政」為施政方針，

茲將書中選錄原文摘列如下： 
                                                        
1  宋‧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載：「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祕書監魏徵，撰

《群書政要》，上之。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於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徵與虞世南、

褚亮、蕭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諸王各賜一本。」，頁 651。 
2  據黃俊傑：《孟子思想的現代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2 年）提到：「《孟子》這部書……共

計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頁 17。 
3  據筆者自行逐字統計，摘錄字句在不包含「書名——《孟子》」、「所引用東漢趙岐之注疏」以及「標

示斷句符號」等部分，字數共為一千兩百七十九字。 
4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序目》（臺北：世界書局，2018 年），頁 14。 
5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序目》，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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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先王推

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亦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者，今有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此觀之，無惻

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之心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

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賊害其性使為不善。謂其君

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其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者也。6 

 
從上可見，選編者意欲藉由人心內在同具普遍必然性的四端其一之仁，所萌發惻隱情懷的

「不忍人之心」7（仁心），讓君主得以經由此種人我互通的感知，喚起其「不忍加惡於人

之心」8，進而施行「不忍人之政」（仁政）。於此，可尋繹選編者所欲彰顯之施政思維，實

是要喚起君主作自覺反思之省察。因倘能觸發君主的不忍人之心，而使其有所自覺並能經

內省發揮，則君主與庶人的與眾不同之處，即在君主發揮此種不忍加惡於人之心時，便可

藉由其所執持的職權，將之落實為「不忍人之政」，讓施政的植基點，由自我內在範疇的

「心」作為緣起，然後使執政者在觸發後延伸為外在範疇的「政」，透過內在範疇的「心」

之同情共感，發為外在範疇的「政」之實際制度，讓施政植基點不再僅從執政者思考利益

導向「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9之視域，唯圖君主私利（指君主以家天下的

心態，將國家之利視為一己之利）或短視眼前近利（如攻伐他國雖可開疆拓土為本國增益

面積，然卻要犧牲人民作為代價）著眼，而是能夠透過惻隱之心的「仁」之發端，同理人

民生活的實際所需，進而搭建起相應於此心的相關施政措施（如不違農時、輕徭薄賦、荒

年濟民……等等），使「心」所感發的「仁」與「政」連結成治國橋樑，讓「仁心」與「仁

政」兩者作內外通貫的、連續的結合，10構成君主得以施行仁政之連動機制的必然要件，

                                                        
6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公孫丑》，卷 37，頁 479-480。 
7  黃俊傑《孟子思想的現代詮釋》清楚指出：「在孟子的認知中，人的心對於價值判斷自有其普遍必然

性。……「心」所具有的價值判斷能力既有其「普遍性」，亦有其「必然性」。只要你是一個人，就

必然具有這樣的價值自覺能力，並不用費心向外追尋。」，頁 84-85。 
8  此為引用東漢趙岐之注文，見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

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第 8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文選樓藏本），頁 65。 
9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梁惠王》，卷 37，頁 479。 
10  此說參黃俊傑：《孟子思想的現代詮釋》載：「統治者若能將其『不忍人之心』加以發揮，即可擴展

成為『不忍人之政』。孟子的說法有一個假設：他把心做為內在範疇，而政治做為外在範疇，兩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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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於內在道德的思維架構之中。 

然而，君主如何實行仁政呢？吾人若回到《孟子》文本裡予以檢視，從其所說的一段

文字當中，便可探得箇中端倪。其言：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

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

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11 

 
文中，是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話，透過是否推行仁政兩相對照的映襯情境陳述，旨在萌發君

主潛藏於內在不忍人之仁心的種子，使之易位而處體認施政對象本身的真實所需，其後讓

仁心能夠落實而為「省刑罰，薄稅斂」之具體措施，進而藉由使人民得以將心力投入於「深

耕易耨」之日常農務的生產上；當人民無有刑罰壓迫及賦稅負擔後，其在君主以「仁心」

施政的潛移默化之下，便可連帶發用本具四端之「義、禮、智」，使之在羞惡、辭讓及是

非之心的內在道德驅使下，令其於農暇時修習孝悌忠信，而能在出於維持人我社會和諧的

分際上，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使君主的仁心由萌發以至於成長茁壯後，得以形成澤

加於民的仁政，然後建構一個省刑薄斂、足食樂群的安和國度。若此，即使秦楚來犯，則

雖制梃亦可與秦楚之堅甲利兵相互抗衡；若彼君主未萌仁心不施仁政而導致陷溺其民之情

狀，則可興仁義之師征討以救民於陷溺之中，如此便無有與之相抗敵手，而得出「仁者無

敵」的君主施政結論，是以極力建請魏惠王將由「仁心」而行「仁政」，作為日後的施政

方針。 

上引孟子原文，或出於梁惠王曾因喪辱於秦楚，而欲洗雪恥辱以求教孟子的情境氛圍

                                                        
間是互通的，內在範疇與外在範疇二者是相通的、連貫的，而非壁壘分明。」，頁 70。雖然文中認為

「以現代的觀點看來，孟子的說法顯然出現了一些問題。中國儒家政治哲學假定中國政治領域的運

作邏輯必須服從內在道德的邏輯，『不忍人之政』其實就是『不忍人之心』的結果……政治人物的形

式邏輯並不是依照道德邏輯，不是為『不忍人之政』的預設而出發，這是從現代觀點可以對孟子思

想提出的第一點批判。」，頁 71，然若將思考視域轉換到《群書治要》選編的時空，此種藉由以惻隱

之心作為植基點，然後將「心」與「政」使之內外結合，其實就是召喚君主作自我覺察的最好方式，

因為在君主擁有絕對權力的時代下，惟有其能感同身受，才能通貫、連續內外以建立制度施行於民，

進而讓人民得以受惠其政。故此，黃氏也才又有云：「我們剛才固然對孟子思想提出一些批評，但是

他所提的內在範疇與外在範疇互通的觀點，對現代人有其重要啟示及意義，他告訴我們：人不該只

是一種生物意義的存在，人應該有其超越的向度。」，頁 74。從唐代《群書治要‧孟子》的選編角度

來看，編輯者正是要將人的超越向度之內在範疇給彰顯出來，並且聚焦在君主身上，使其由自身的

內具的仁心向外推展而施行仁政於民。 
11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梁惠王》，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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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2整體政治環境處於動盪不穩的局勢，與唐代貞觀年間整體政治環境處在山河統一的

局勢並不相同，故並未被選錄於《群書治要‧孟子》之中。然而，箇中要義，卻可見於《群

書治要》選編其他典籍所摘錄的段落裡，如書中所選《六韜》13就曾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道。太公曰：愛民。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

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奈何。太

公曰：民不失其所務，則利之也。農不失其時業，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

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宮室臺池，則樂之也。吏清不苛，則喜之也。民失其務，

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無罪而罰，則殺之也。重賦斂，則奪之也。多營

宮室游觀以疲民，則苦之也。吏為苛擾，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

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文王曰：善哉。14 

 
上述，經由周文王向姜太公請益「為國之道」的對話，將愛民之道以「不失其務」、「農不

失時」、「省刑罰」、「薄賦斂」、「無多宮室臺池」及「吏清不苛」，作為對於百姓「利」、「成」、

「生」、「與」、「樂」及「喜」的澤加於民之具體施政表現，反之則導致其「害」、「敗」、

「殺」、「奪」、「苦」及「怒」的反效果。因此「善為國者」則應「御民如子」，「見之飢寒

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如此景況，不正如前引《孟子》文字所述及不忍人之惻

隱仁心嗎？編者所錄《六韜》引文之意，實可與所選《孟子》由不忍人之心發而行不忍人

之政相互呼應、彼此扣合，拈出為國之道還是要由仁心的當下萌發茁壯，然後才能針對人

民的切身需求施行具體仁政，使之生活自足、樂業安居以治其國，否則勢必將導致南轅北

轍、背道而馳的結局。此種結局，《群書治要》的編者就於《鹽鐵論》中採錄孟子之言，

將君主不以仁心為政所引發的情形，清楚地予以指出： 

 
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斂斂作撿也。為民父母見飢而死。

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15 

 

                                                        
12  所述原文，見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梁惠王》載：「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

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

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頁 14。 
13  《六韜》其書雖具權謀性質，然經過魏徵等人摘錄後之《群書治要‧六韜》，此種權謀性質應已被大

大削弱，因此筆者才引用文中內容，與孟子以「仁心」踐行「仁政」相互印證。 
14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卷三十一‧六韜‧文韜》，卷 31，頁 393。 
15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卷四十二‧鹽鐵論》，卷 42，頁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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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鹽鐵論》所載，原文出於《孟子》書中，其與梁惠王之對話。曰：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剌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

「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

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16 

 
可見，《群書治要》編者於《鹽鐵論》中採錄孟子所言之意，實欲以孟子對梁惠王指出「王

無罪歲」的卸責之辭，提點君主若未能發用不忍人惻隱仁心以行仁政，而僅圖個人庖廄之

滿足豐盈，以致人民在荒年時出現面有飢色、野有餓莩的情形，如此並不能將責任歸咎於

荒年，其癥結點實是因君主本身無法以同理心苦民所苦，如是為政則猶如率獸而食人，此

種不具惻隱仁心之行徑，則無異於以刃殺人。 

故此，可知《群書治要》編者在摘錄《孟子》時，其實就意欲從內在道德邏輯的層面

著眼，提點君主執政需由觸動不忍人之仁心萌發以至茁壯，才能感同身受地體會人民切身

所苦，而以推行「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的恤民仁政為首要，其後再營造以孝悌忠

信來維持社會之和諧氛圍，如此方能使執政者由內而外、從上而下樹立仁心治國的根本方

針，讓君民能彼此契合、融為一體，而無有出現率獸食人的施政仇隙。《群書治要》的此

種思維，實能與《貞觀政要》的施政精神互為銜接。且看書中所載： 

 
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

心，故君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欲

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17 

 
文中所述的整體情境，雖說是魏徵勸諫唐太宗不應禮聘早已許嫁給陸氏的鄭女為後宮嬪妃，

而非是君主在施政上處理國家政事之公務，然從前述所論《孟子》的選編脈絡來看，魏徵

對太宗勸諫所提出同理百姓憂樂的觀點，正是取徑於《孟子》萌發不忍人之心的內在道德，

亦即縱使是宮廷內部禮聘嬪妃之事宜，仍應就人民理解感受的惻隱仁心推己及人，使君主

                                                        
16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梁惠王》，頁 12-14。 
17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五（直諫）》，收入清‧于敏中等輯：《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第 205 冊（北京，摛藻堂，1773 年鈔本），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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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若想「顧嬪御」，則要推而同感「欲民有室家之歡」，期人主能以「百姓之心為心」為

常道，最後太宗接受了魏徵之勸諫，取消禮聘鄭女為後宮嬪妃的詔書。18 

此種「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以及「食膏粱，則欲民無饑寒之患」的

惻隱仁心，亦可見於貞觀之初的記載：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

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

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

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

庫可備兇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

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19 

 
上引太宗與王珪的對話，清楚指出隋文帝年間發生大旱時，「倉庫盈溢」卻「不憐百姓而

惜倉庫」，此種情形不正是君主隱沒了不忍人的惻隱仁心，其後「見飢而死。則曰：非我，

歲也」的以政殺人嗎？當然，君主的仁心無法發用的行徑亦可見於隋煬帝，那時即使君主

可憑倉庫儲積富饒為恃，然卻也不免導致滅亡失國的結局。因此，太宗才深刻體悟「凡理

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而有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省思，如此雖是以

前朝失民心而亡其國為鑑，然其中亦透顯出若要使國家長治久安，君主仍應萌發不忍人之

惻隱仁心，以憂民所憂、民無饑寒為優先考量的治國之道，才是執政者所必須具備的為政

特質。此處所述太宗惻隱仁心萌發之實例，實可證於史籍之記敘：「貞觀二年，關中旱，

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

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愍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檢，出御府金寶贖之，還

其父母。」20此敘不僅將太宗不忍受災百姓的矜愍之情表露無遺，而且還派遣官吏查訪詳

情，並拿出了「御府金寶」贖回被鬻男女還其父母。故此，才有以下文獻記載：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

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

為甲仗不足，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21 

                                                        
18  所述見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五（直諫）》，頁 54-55。 
19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八‧辯興亡第三十四》，頁 27-28。 
20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六‧仁惻第二十》，頁 12-13。 
21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五‧仁義第十三》，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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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明確指出隋煬帝之所以會滅亡，並非出於武庫甲仗之不足，而是在於未修仁義致使臣

民怨叛之故，是以提醒臣子「宜識此心」。若吾人再尋繹「此心」究竟所指為何呢？循著

筆者前述之脈絡推演，不難明白即是「使百姓安樂」之仁心的萌發以致茁壯，使仁心發為

仁政而讓君民一體無所怨懟，如是方為禦敵安國之堅甲利兵。細審太宗此論，驗之於史冊

所載：「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

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

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咸自歸鄉，

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22誠可看出實非虛言。職是之故，太宗也將所萌發之仁

心，具體展現在其施政上而使之形成澤加於民的仁政，史籍就曾書：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

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

數資賞賜，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

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間矣。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

不知。」23 

 
由引文中君臣兩者的對話可知，相較於隋朝年間人民時刻擔心科差的徵發，使百姓縱有財

物亦感到惴惴不安，亦身處隨時可能被徵用服役的惶恐憂慮，致使無法從事其日用之資的

勞動常務之情形；太宗則將所存撫養百姓之（仁）心，藉由「無有科差」的實質政策之推

行，讓人民得以擺脫受到繁複傜賦所壓迫的惶恐憂慮，而能夠過著「耕田而食，鑿井而飲」

的自適生活，似此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含養，吾人若深究執政者之施政方針的思想蘊涵，實

不難察覺出唯有君主觸發孟子所提不忍人之惻隱仁心，而將之落實為讓百姓無有「科喚不

已」的逼促之仁政，才能有著「『帝何力』於其間」的畫面場景；反之，若君主之仁心未

能發用，而僅圖個人衣食耳目之逸樂，則其施政可想而知亦將步入隋朝之景況，如此欲使

百姓過著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豈可得乎？因而太宗也才會謂侍臣曰：「朕常欲賜天下之人，

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

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24太宗所言，不恰與孟子所勾勒「省刑罰，薄稅斂，

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之仁政的實況若合

                                                        
22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一‧政體第二》，頁 33-34。 
23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一‧政體第二》，頁 29。 
24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八‧務農第三十》，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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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節嗎？基於此況，太宗也才說： 

 
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

害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猶如飲食

資身，恆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25 

 
將思之在心的仁義之道，視為是災害不生之存命飲食，而常令相繼未有斯須懈怠。於此，

吾人也就不難理解《群書治要》在選編《孟子》時，會將「孟子見於梁惠王。王曰：叟不

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王何必以利

為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耳，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

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各

欲取利，必至於篡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26此段予以摘錄，其用

意無非是想扭轉君主著眼於自身的私利，而能將其施政視域導向觸發仁心以行仁義之政，

以與太宗於《貞觀政要》的言行舉措互為銜接，確立藉由觸發君主之「仁心」以行「仁政」

之內在道德邏輯思維，作為維持國家長久安定的施政方針。 

三、導引君主欲使「仁政」實現所重在於擇賢任才 

於此茲將太宗所重擇賢任才之背後意向與君臣關係的經營建立，分項論述其下： 

（一）擇賢任官以營造推行仁政之風 

在君主根源於不忍之「仁心」以推行「仁政」之施政方針下，為了使仁政得以順利落

實於制度層面的政策上，因此擇賢任才作為君主股肱之臣的執行者，則成了仁政得以順利

實施的所重要務，如此才能確切將執政者內在道德所觸動的不忍人之情懷，轉為讓人民可

以實質受惠之政務法度。據此，《群書治要‧孟子》才摘錄如下一段章節：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

                                                        
25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五‧仁義第十三》，頁 3-4。 
26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梁惠王》，卷 37，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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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27 

 
上述引文，明白指陳了執政者所深以為憂之事，便是無法覓得賢才加以任用來治理天下，

是以方有所謂「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可見執政者欲推行仁政以利人民，擇賢任才實為人

主實現仁政之所重要務。此論，亦可於《貞觀政要》裡覓得相互接契的看法：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

弊於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

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凋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

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舍夢寐！」給事

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聽用，豈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後為治乎？」太

宗深納其言。28 

 
文中透過君臣對話的內容，明確表達出太宗企望透過仁義來治國，以期既能挽救餘弊又可

國祚延長的目的。此時王珪就直指人主欲以仁義致治，關鍵就在於「非賢不理，惟在得人」。

杜正倫更一針見血點出賢人之求得並不在夢寐之中，而是「世必有才，隨時聽用」。由此

可知，太宗積極擇賢任才，雖是出於對古來帝王治國施政之借鑑，然其所借鑑之背後用意，

還是其心有感於當時社會風氣的澆薄，而冀能藉由擇任當世賢才為之輔佐，盼能讓自身以

仁義治國而為仁政的理念得以實施，以弘道移風扭轉凋喪日久的澆薄餘弊。然此舉成效究

竟如何呢？太宗就曾對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民奉

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

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29史籍所載太

宗此番言論，在當時直言諫諍可被允許的情境下，並無其他臣子提出質疑或諍言，因此所

言應屬不虛。如是，吾人便不難體察孟子所言「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所寓深意。 

循此，太宗才會屢屢告知其臣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30又云：「為政之要，惟

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31將「得人」視為

施政之根本要務，且所得之賢人因要輔佐君主推行仁政，因而除了學識之外，仍還必須是

                                                        
27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滕文公》，卷 37，頁 480。 
28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五‧仁義第十三》，頁 1。 
29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五‧仁義第十三》，頁 2。 
30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三‧擇官第七》，頁 18-19。 
31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第二十七》，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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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之士，方能成為輔弼君主推行仁政的股肱耳目。是故，太宗方有言： 

 
致理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

「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

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

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並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

量定庶官員位。32 

 
雖然太宗心繫於「得人」強調以行仁義致治，然其簡選機制之主要考量角度，從文中所引

證的《書》、《詩》、孔子之語及《史記》「千羊之皮」33等語云云，顯見官員之任用仍在於

經由審查的量才授職，來達到舉賢各當所任而得無為治事之施政效益，而非從數量上的人

數著眼，以免猶如畫餅於地卻不可食一般，導致冗員充數的浮濫情形產生，無益於自己所

企望仁義為治以革餘弊之初衷。似此，有一段對話更清楚表明了太宗的擇人意向。書載：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

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

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

用人彌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

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

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

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34 

 
從文中的對話來看，可知太宗深明自身所處的地位，對於擇人任官有著形成某種官場風氣

的絕對影響力，因而才認為「不可造次即用」，應採「用人彌須慎擇」的態度為之。吾人

若細思其中之意，則可理解其之所以採謹慎態度擇人任官，旨在藉由簡拔人才營造一種官

場施政的氛圍，此種氛圍承前文脈絡所論，即企望在積習已久的澆薄風氣下，藉行仁義之

政以革除積弊，盼能「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

                                                        
32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三‧擇官第七》，頁 14。 
33  西漢‧司馬遷：《史記》，收入王雲五主編：《百納本二十四史 01‧史記（下）》（新北：商務印書館，

2017 年），頁 1-612。 
34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三‧擇官第七》，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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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枝葉茂榮。君能清凈，百姓何得不安樂乎？」35魏徵亦深知太宗「今所任用，必須以德

行、學識為本」的本意，藉由所擇官吏施行仁政而使百姓安樂，因此才提出當今對於人才

的訪求要能「知其善，然後用之」，當然最好的狀態則是施政已達太平之時，如此就「必

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其實，人主以仁義治國而欲營造官場施政氛圍的最好職級階層，即從基層之地方官吏

著手，然後由下而上蔚為風氣、習染全國，才能將此前所遺積弊徹底革除，貞觀十一年侍

御史馬周就嘗針對此理而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

縣令既眾，不能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可端拱

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必先試以臨

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

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聞言，也決定「刺史朕當自簡擇」。36此種情況，相

應於貞觀二年時，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

史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其姓名，坐臥恆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

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37的場景，

更可得知太宗亦明瞭「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8之理，故亦竭其心思擇賢任

才以安百姓，其後方能「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39。 

（二）君臣以誠相知使存仁之主虛心納諫 

太宗在其竭思訪求賢才以任官之後，其又如何處理君臣之間彼此於政務上互動的關係

呢？《群書治要‧孟子》就提供了一則君臣相處之道，以提供太宗在面對君臣之間互動關

係問題時，得以融洽處理的基礎原則。書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

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

等。40 

 

                                                        
35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一‧政體第二》，頁 30。 
36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三‧擇官第七》，頁 22。 
37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三‧擇官第七》，頁 17-18。 
38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離婁》，卷 37，頁 480-481。 
39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離婁》，卷 37，頁 481。 
40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離婁》，卷 37，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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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段文字，亦被收入《貞觀政要》魏徵上疏所陳述的內容之中。41在兩書皆選的情形下，

不難想見魏徵即欲藉由孟子之言，旨在傳遞出君臣關係親疏的癥結點，係取決於君主對待

臣子的態度。此種態度即君主不論身處殷憂或得志，皆要竭盡其誠以待下而將臣視如手足，

如是臣子才會回應君主之誠來將其君視如腹心，讓君臣關係如同胡越一體、融洽無間。42

倘君臣能以誠相知，則可在「內外無私，上下相信」43的信任共識當中，彼此和合而為一

個「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44之施政整體，以實現太宗欲藉由仁義為治之宿願。 

關於太宗對臣子所展現之誠信，吾人可從如下所述事件探得端倪：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卿知佞者誰耶？」

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

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彜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

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

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

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45 

 

當有人建議君主佯怒試群臣以辨正人、佞人時，太宗則以「流水清濁，在其源」為喻，認

為人庶即如流水，其信詐之風則本於政源之君，君之行事若以詐不以信，則教化政令如何

施行，因此不取上書之人的建議。由此可見，太宗對臣子的態度，還是秉持著誠信原則應

對所任用的臣子，縱使是在辨別賢佞以去佞留賢的澄清吏治上，其仍不願「以詐道訓俗」，

而決定要行大信於天下。人主能有此種坦蕩無偽的胸襟，則於政務上對待臣子之態度，理

應會如其自身所言「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

來所重。」46 

舉例而言，魏徵就曾對「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47的敕令提出反對意見，認為「竭

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

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

                                                        
41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鑒戒第六》，頁 8。 
42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一‧君道第一》，魏徵曾上疏曰：「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

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頁 9-10。 
43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五‧誠信第十七》，頁 44。 
44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鑒戒第六》，頁 6。 
45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五‧誠信第十七》，頁 40-41。 
46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鑒戒第六》，頁 1。 
47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五》，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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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眾，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

何必在多？」48甚至更就太宗在政務執行上前後不一之事，指出「陛下每云，我之為君，

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

以取信於人？」此三事則為「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

即令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物

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敕旨：『今年

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若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

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怪，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

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縣令，常年貌稅，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

望下誠信，不亦難乎？」49讓太宗承認己過，而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

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50於是

「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51。從所舉之例可知，太宗確實能接納臣子所進直言，連其以

誠信而引為自詡之認知，魏徵亦敢直言指陳太宗在政務上出現反覆不定的情形，其都能坦

認己失並接納諫言，顯見太宗對於臣子開誠布公所說「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

為忤」52應非違心之論；另外，再從有人告發魏徵謀反時，太宗直言：「魏徵，昔吾之讎，

只以忠於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53不但不以魏徵昔日曾為自己仇敵而加

罪，反而信任忠於職守的魏徵，結果「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54之事來看，則更可證明

確如其所言之諫者縱不合己心亦不為忤，依此可知太宗在君臣關係的經營上，仍是秉持著

誠信待下為原則。 

承前立論，由於君主能以誠信原則對待臣子為前提，且太宗又能在孟子所論觸發其惻

隱仁心的情境之下理政，曾自云「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恆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

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怨滯」55，因此當臣子見其君有所隱沒之時，則

可經由適時提點以匡正君主之失的契機，來防範君主若因一時疏忽或耽於逸樂而未能推行

仁政的疏失；此時，正直之臣基於內在所同具普遍必然性的「不忍人之心」為前提進行規

勸，以防止「賊其君使陷惡者也」56的可能性發生，則可讓君主於本具「是非之心」（「四

                                                        
48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五》，頁 57-58。 
49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五》，頁 58。 
50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五》，頁 58-59。 
51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五》，頁 59。 
52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二‧求諫第四》，頁 36-37。 
53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六‧杜讒邪第二十三》，頁 27-28。 
54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六‧杜讒邪第二十三》，頁 28。 
55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二‧求諫第四》，頁 36-37。 
56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公孫丑》之注文曰：「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



探究《群書治要‧孟子》選編篇章所接契於唐太宗的治國之道 

 

- 49 - 

端」其一之「智」）的認知辨別當中，能夠體會規勸內容所呈現的價值判別，進而接受臣

子的及時提點以行仁政，如此則能避免君主陷於規勸當下的反感情緒變得勃然大怒，致使

君臣關係淪為高度緊張的狀態，而閉塞了君主在未能行仁政時的輔助管道。 

總上所述，太宗為政在基於不忍人之仁心，而欲將其落實於仁政時，會採取擇賢任才

營造仁義治國之風氣，並藉由君臣以誠相知而虛心納諫，作為執行仁政的措施，有學者就

對此時期的君臣互動指出「君與臣之所以務有作為，乃是改變立足於君主的思考角度，轉

向於百姓，形成君、臣、百姓三者共構的思維框架，從而由『私』轉『公』，產生依理、

準法、重綱紀的客觀取向」57，此論便可接契孟子所言：「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

繩，以為方圓，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

仁覆天下也」58，使仁心得以藉由轉向百姓客觀的依理、準法、重綱紀之舉措，落實為讓

人民實質受惠之仁政。 

四、揭示君主以佚道使民展現仁政仁心來保其四海之內 

當君主能以仁心而為仁政治國，且又能擇賢任才竭誠待下使之為人主輔弼，接著要如

何施政才會讓人民感受到仁心仁政的展現呢？於此，試看《群書治要‧孟子》所選編的一

段話，便可推就箇中要義。書錄：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趣農，役有常時，不使失常時雖勞後獲其利

則逸矣。59 

 

從所錄內容及其引注文字來看，所謂使民勞而不怨之佚道，亦即「教民趣農，役有常時」，

讓人民在固定的時間從事農務，如此當其勞動之後便得以獲取其利，則無所怨懟而可使之

感到逸樂。60此說，吾人亦可於《貞觀政要》中，探得兩者接契之文獻紀錄。書載： 

                                                        
使陷惡也。」，頁 66。趙氏注「陷惡」下未有「者」字。 

57  林朝成：〈《群書治要》與貞觀之治——從君臣互動談起〉，《成大中文學報》第 67 期（2019 年 12 月），

頁 133。 
58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離婁》，卷 37，頁 480-481。 
59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盡心》，卷 37，頁 481。 
60  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

冊 2，其中〈小雅‧十月之交〉：「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句，鄭箋云：逸，逸豫也。」，頁 409；
又，晉‧郭璞注，宋‧刑昺疏：《爾雅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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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

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

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

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

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

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

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克己自勵耳。」61 

 
上文，太宗就直截表明國家之根本，即是讓人民能夠不失農時，以利其從事衣食所需

之農務，所言則與前述孟子之主張如出一轍；於此，其實太宗還特別留心反思：若要不奪

民之農時，其首要因素則在於己欲簡靜，才能使兵戈止息、土木不興。這時，其臣王珪更

以秦皇、漢武於外窮極兵戈，對內崇侈宮室以致失卻君主安人之道，並以前代亡隋之殷鑑

提醒人主，寄望太宗能將當下所感己欲簡靜以不失農時之論，得以慎終如始地貫徹所言。

太宗聽後，也贊同王珪所論，承諾要「抑情損欲，克己自勵」。由此可見，太宗對於「教

民趣農」係格外重視，且體認到「不奪農時」之緊要，還為此約束己身情欲而深以自惕。 

吾人若再深思太宗所言是有感而發呢？抑或真正將農事視為國本？如此，不妨從以下

事件中探尋疑義解答之端倪。書敘：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

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陽

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

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兇在人，豈假陰陽拘

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62 

 
冠禮為成人儀式，63自古就被極為看重，《禮記》有載：「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

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

                                                        
8，其中〈釋詁第一〉：「豫，樂也。」，頁 8；連綴前述二書之釋意，筆者才將此處之「逸」解為「逸

樂」。 
61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八‧務農第三十》，頁 1。 
62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八‧務農第三十》，頁 3。 
63  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

冊 5，其中〈冠義第四十三〉就載：「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頁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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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

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64」有司

建議太宗在吉祥時節的二月舉行皇太子冠禮，然太宗卻以該時節「東作方興，恐妨農事」，

逕令改於十月，而不拘於陰陽禁忌之吉凶，並強調「農時甚要，不可暫失」。依此可見，

連如此重要的冠禮時節與農時重疊，太宗都不惜更改舉辦冠禮時間；且當其欲於冬十月進

行遊畋，縣丞卻告以農事收穫未畢，上表勸諫人主非順動之時，太宗聽後不僅未以為忤，

還接受勸諫並拔擢勸諫之縣丞。65由是，不難得知其確是將農事視為國本，並藉由行此仁

政使人民豐稔富貴而以民所樂為樂，故於貞觀十六年太宗亦才有云：「國以民為本，人以

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

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弦，不

從畋獵，樂在其中矣！」66 

其實，太宗以民所樂為樂作為施政依歸，亦可於《群書治要‧孟子》裡所選編的一段

文字要義相通，書錄：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王怪

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也。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蒭蕘者往焉。雉菟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

關也。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丈尺之間耳，今

陷阱乃方四十里，民患其大，不亦宜乎。67 

 
引文所敘，表達了齊宣王的苑囿面積僅四十里，與周文王七十里面積的苑囿相較，理應是

周文王苑囿更為廣大，然而孟子卻為何反認為周文王的苑囿民猶為小，而齊宣王的苑囿卻

民猶為大呢？原來，從人民的認知而論，大小並不在於苑囿面積，而在於君主的舉措之心

是否能夠與民同之而以民所樂為樂，周文王的苑囿不禁民往，意味著其能與蒭蕘、雉菟者

所樂為樂，而齊宣王的苑囿卻明令禁獵，即顯示苑囿之樂僅供君主所享而無法同民所樂，

犯令者則要被處殺人之罪，如於國中設下四十里陷阱，如此就人民之觀感而言，齊宣王四

                                                        
64  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 998。 
65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十‧畋獵第三十八》載：「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遊畋，

縣丞劉仁軌以收獲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詣行所，上表切諫。太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

頁 9。 
66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八‧務農第三十》，頁 3-4。 
67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梁惠王》，卷 37，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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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的苑囿比周文王七十里還大，如此不是很合理嗎？可見，君主施政若能從以民所樂為

樂出發，才是可以得到人民認同的「發政施仁」68，如此也才會獲致眾望所歸。 

就太宗施政與前述孟子所論來看，其雖非將苑囿提供給百姓而與民同之，然卻能體認

「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

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69的殷鑑，以使「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將施政

的根本聚焦在不奪農時上，以實現人民禾黍豐稔的安樂為樂，如此不正與周文王將七十里

苑囿提供給人民，而以眾庶能於囿中自適營生之樂而樂，兩者背後之涵義互為契合嗎？甚

且在貞觀六年時，太宗更謂侍臣曰： 

 
朕此見眾議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

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凰巢苑

囿，亦何異於桀、紂？……若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

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

用申奏。」70 

 
表明自己對群臣所議將祥瑞視為美事，因而時常上表慶賀之舉不以為然。認為真正的美事

並不在於祥瑞稀物本身，而是在於君主施政能否達到「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之景況，如

能致此百姓也會敬愛君主如同天地父母，並也樂於接受執政者所予以之「動作興事」及「發

號施令」。在太宗素能以民之樂為樂的施政依歸下，一旦其治達到太平民足之光景，確實

無須以祥瑞稀物為樂，其所感亦可與堯、舜比德；反之，如「百姓不足，夷狄內侵」，則

縱使芝草、鳳凰等祥瑞稀物頻現，君主亦仍不免如夏桀、商紂一般，終將遭逢被革命亡國

之災難。由此可見，太宗以民之樂為樂的自我感知，已將層級提升到了甚至比祥瑞稀物頻

現還要更加珍貴的地位，也難怪其會讓諸州其後所出現的祥瑞，都不用再申奏了。 

太宗能夠以民之樂為樂，依筆者本文第二節所論，實是基於吾人所普遍必然性共有的

「不忍人之心」，然後在此心的觸發下推演出君主務必施行「仁政」之結論，而此結論當

然也須與現實面連結，解答君主所念茲在茲的行此仁政能否保其社稷的實際問題。是以《群

書治要‧孟子》也才有節錄如下文句： 

                                                        
68  東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粱惠王》載：「今（齊宣）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

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巿，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

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頁 24。 
69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一‧政體第二》，頁 30。 
70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十‧災祥第三十九》，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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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內；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

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71 

 
文中，選編者採孟子總結三代得失天下的關鍵要素，在於君主是否存「仁」治國的歷史認

知，並透過所節錄「不仁」的反面陳述文句，期藉此達到警醒君主（天子）的作用，提點

其須內心存「仁」而後將之推展施行仁政，才能經由「君主」樹立典範的模式，形成從「諸

侯」、「卿大夫」至「士庶人」遞進影響之默化氛圍，在施行仁政的情境下發揮上行下效之

功，如此則能在君主以仁為政、臣下以仁為治的司職下，確保四海之內的穩定安和。此處，

開門見山從君主所牽繫攸關政權廢興存亡的問題切入，使其感受到由仁心到仁政的踐履，

不僅是內在道德邏輯保證云爾，而且更是關連著政權是否能夠持續保有的實際問題，致使

君主在道德邏輯與實際問題兩方面，皆無有閃躲不施仁政的理由，否則便會陷入「惡醉而

強酒」的矛盾狀態之中，如此君王施行仁政則成了執政之必然措施，就沒有任何說詞藉以

推諉而不行仁政了。是以書中才會摘選：「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也。今之為

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水不勝火者，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72使君主內心能以「仁」勝過「不仁」，在心懷「仁」狀態下善始善終（〈告子〉）。 

其實，「仁」能勝「不仁」之論，早已深植於太宗之心，故其才會在貞觀初年時，和

尚書右僕射蕭瑀討論周、秦祚運長短相懸之問題，直截了當點出「周既克殷，務弘仁義；

秦既得誌，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茲乎」73，將周、

秦兩者祚運長短之主因，視為是「弘仁義」與「行詐力」的區別；而在《群書治要‧孟子》

選編者再次揭示下，則可使太宗達到時刻警醒自己的作用，以免因承平日久而生驕逸之情，

74致使仁心隱沒而導致仁政隳壞。 

                                                        
71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離婁》，卷 37，頁 481。 
72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孟子‧告子》，卷 37，頁 481。 
73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八‧辯興亡第三十四》，頁 26-27。 
74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十‧論災祥第三十九》，載：「貞觀八年，有彗星見於南方，……虞世南

對（太宗）曰：『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一，彗見未足

為憂』」，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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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從《群書治要‧孟子》選編的思維脈絡與《貞觀政要》作治國之道連結，可探得《貞

觀政要》雖每有提及「清靜」、「無為」、「以百姓之心為心」的老子道境之用語，使吾人乍

看之下會認為太宗所行仁政滲入了道家思想。實際上，這些概念僅為太宗用以「抑情損欲」

的修身準則，然其背後之思想蘊涵，實是以孟子的仁心為基礎，在君主不忍人的惻隱情懷

下，則能透過擇賢任才、建立制度的方式落實仁政，讓百姓得以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如

是君主亦能深感以民之樂為樂。然人主亦需以清靜之思來減損其欲求，使得自我「克己自

勵」而能不過度縱情放逸，75以達「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

76，而並非「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77之純任自然，令百姓過著初始社會的無為而治，

甚且《群書治要‧老子》摘選「為無為，則無不治」句時，更引河上公注曰：「德化厚，

百姓安也」78，彰顯「聖人德化流行」79之教化思維。可見，唐太宗實是想透過以仁治國、

取道制欲的兼容並包方式，讓內在道德與外在寡欲和合樹立王道治國的典範，進而得以締

造鳴琴垂拱的貞觀之治，如此君臣民則可在以仁心仁政為宗旨下，連結成互為相依而致治

之整體架構。 

 

 

 

 

 

 

 

 

 

 

 

                                                        
75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六‧儉約第十八》就載：「崇飾宮宇，遊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

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頁 2-3。 
76  唐‧吳兢撰：《貞觀政要‧卷十‧慎終第四十》，頁 24。 
77  魏‧王弼注，清‧紀昀校訂：《老子道德經》（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頁 13。 
78  唐‧魏徵等編：《群書治要‧老子‧道經》，卷 34，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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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method of cross-reference between “Qun Shu Zhi Yao, Mencius” and 

“Zhen Guan Zheng Yao” to outline the ruling principles of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book. Although the selection of “Mencius” in “Qun Shu Zhi Yao” only accounts for about 

one-twenty-seventh of the whole book, but it reveals the overall structure that connects the 

emperor, ministers and people to each other. The ruling principles of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in “Qun Shu Zhi Yao, Mencius” can be discussed in three parts. First, The emperor needs 

to establish that he will implement “humane government”(Ren Zheng) with “benevolent 

heart”(bu ren zhi xin), and then focus on “benevolence and justice” rather than “profit”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governing the country. Second, in order to implement “humane gover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elect officials with “benevolent heart”. Moreover, the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must treat each other sincerely, and the emperor must humbly accept the suggestions of his 

ministers. Finally, the emperor can follow the laws of nature as the basis for governance and 

become one with the people. Showing the emperor’s humane government and benevolence. From 

then on, the principle of governance demonstrated the perfect political structure in whi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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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ministers and people were interdependent. 

 

 

Keywords: “Qun Shu Zhi Yao”, “Mengzi Zhi Yao”, “Zhen Guan Zheng Yao”,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human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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